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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生态足迹理论量化分析了中国 30个省份 2000—2015年的生态环境状况，实证检验污染产

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对 2035、2050 年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进行预测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中国污染产业

发展的空间布局。研究表明：(1)中国各省区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生态足迹在 2000—2015年快速增长，基本

形成三大梯度区间，即以山东—河北—江苏为代表的环渤海湾到长三角的高位足迹带，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长江

中游的中位足迹带，以广西—贵州—青海为代表的低位足迹带。(2)生态承载力呈现整体稳中有升，北部沿边省区

有较快增长，而京沪和东南部沿海省区有不同程度的降低。(3)全国 30个省区的生态压力呈快速增长态势，处于非

常安全的省区数量不断减少，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的省区 2015 年已达 24 个。(4)从产业类型看，重度和中度污染

产业转入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从产业转移方式看，结构转移不利于承接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竞争力转

移则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5)根据生态可持续性指数，将中国 30个省区划分为重点引入区、优化引入区、限制引

入区和禁止引入区四大区域，为未来我国污染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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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迫于环境管制强度不断增加的压力，把目光投向环境管制较松且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把一些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重的产业转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的转入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由此引发了“污染避难所假说”[1]。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管制是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2]，也有人提出，外商投资

是带动污染产业跨区域转移的主要原因[3]；还有学者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不存在或只是短期现象[4]。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

水平差异化明显，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需要将污染产业转出，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

地区为了发展经济，抛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污染产业入驻[5]。因此，中国污染产业在跨区域转移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污染避难

所”现象，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是各级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高度重视污染产业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影

响，科学研判未来我国各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谋划我国污染产业的空间布局，对于指导各地合理有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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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随着污染产业转移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除了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就业、城镇化建设

等诸多红利之外，围绕承接地的污染物排放以及环境退化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国际研究中，学者们多从国际贸易、外商

投资视角研究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如 Bakhsh等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巴基斯坦外商投资、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退化[6];Liu等研究发现，FDI的流入会对不同环境污染物产

生负面影响[7]。在国内，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持续加快，中西部地区在产

业结构调整方面是否存在污染产业转入问题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8]。如胡静寅、豆建民、惠炜等在西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中国省级层面的研究成果都得出了“污染避难所”在中国存在的结论[9-11]，甚至有学者认为，污染产业省际转移不仅会导致

承接地环境污染加剧，还会对邻地环境造成破坏
[12]

。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并非线性增长关系，这

与环境管制强度的高低有关[13]。不同于以上研究，朱东波、欧阳艳艳等则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降低母国污染物

的排放，进而改善本地环境[14-15]。 

学者们关于污染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看法比较统一，但得出的环境效应的结论并不一致，这与衡量环境污染的标准不一有

关。有不少学者用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也有研究从污染治理视角来测度环境污染程度，如采用污染治

理投资额或环境管制强度等指标。鉴于环境污染涉及大气、水域、土壤、植被等诸多方面，生态环境又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

单一的研究指标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存在某种片面性，不能全面衡量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因此，非常有必要采用一种综合、

可靠的方法来衡量环境污染情况。而生态足迹理论作为一种综合评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的方法自提出以来被广泛

应用[16]。研究内容既涵盖了全球尺度[17]、国家尺度[18]、区域尺度[19]等宏观层面，又包括旅游[20]、校园[21]、交通[22]和食物消费[23]

等微观层面。遗憾的是，将生态足迹理论用于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却很少。此外，在研究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时，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污染产业从严厉环境管制地区向宽松环境管制地区转移，就意味着“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虽然环境治

理越严环境质量趋好的可能性越大，但环境管制力度不能直接等同于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好坏除了与人为的环境管制有关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当地的自然环境容量。因此，生态承载力是污染产业转移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关于污染产业转移和生态足迹的研究内容都很丰富，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污染产业转移之后的生

态环境效应，尤其是以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研究为代表，对污染产业转移前的空间布局关注不足，且前者属于事后治理的环

境管理理念，与我国环保法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绿色发展理念不符。另外，鲜有文献将生态承载力与污染产业转移

结合起来研究区域产业布局。鉴于此，本文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生态足迹理论在生态环境评估方面的独

特优势，在污染产业转移前对承接地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各地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对中国各省区进行区域规

划，以期为污染产业的科学合理布局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1)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1990 年代由加拿大学者 Rees 和 Wackernagel 提出的生态足迹理论，是一种基

于可比的土地面积来定量评价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方法[16]。本文旨在评价省级层面的整体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因此采用的是综

合性生态足迹的计算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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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F为地区生态足迹；N为人口总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i为消费项目的类型；ri为 i种消费品对应土地类型的均衡

因子；aai为 i 种消费品折算的人均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ci为 i 种消费品的人均生产量；pi为 i 种消费品的全球平均单位面积

产量。 

计算生态足迹时选取了六类生态生产性土地上的主要产品。生态足迹由两部分组成：生物资源账户和能源消费账户。在计

算能源消费项目的生态足迹中，需先将这些能源消费数据乘上相应的能源折算系数，再代入公式（1）中计算，本文中用到的能

源折算系数以及全球能源足迹账户采用的是世界粮农组织 1993年计算的结果。 

(2)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C）。生态足迹反映的是人类活动所消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而生态

系统自身的生物生产性土地供给能力则需通过生态承载力指标来表示，生态承载力的大小反映出该地区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以

及吸收人类所产生的废物的能力[24]。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C 为生态承载力；ec 为人均生态承载力；aj为人均实际占有的 j 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25]，即耕地

和建筑用地 2.21、林地 1.34、草地 0.49、水域 0.2、化石燃料地 1.34;yj为产量因子[26]，即耕地 1.66、林地 0.91、草地 0.19、

水域 1.0、建设用地 1.66。在此基础上，扣除 12%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3)生态压力指数（Ecological Tension Index,ETI）。为了进一步反映各地的生态供需关系，本文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

载力测算了生态压力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2.2研究区域与数据说明 

(1)研究区域。本文将中国 30 个省份（除去数据缺失严重的中国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 10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

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共 6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新

疆共 11个省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共 3个省区。 

(2)数据说明。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主要的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很少出口，大部分用于本国自销，

且近几年的自销率基本维持在 98%，因此，产量和消费量的数据差异可忽略不计，本文在计算生态足迹时使用各项生物资源的产

量数据代替消费量。全球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以世界粮农组织统计库 2000年的数据为准，但木材、油料、糖类、蔬菜、水果的全

球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依然采用 1993年的统计数据。本文所需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数

据库、《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省区各年份的统计年鉴、国家林业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网站等；计算污染产业转移量所需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除个别数据缺失外（已采用插值

法处理），数据整体上连贯性较好。 

3 中国省域生态环境风险评估 

3.1生态足迹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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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看，2000—2015 年各省区的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基本形成了三大梯度区间，即以山东—河北—江苏为代表的环渤海

湾到长三角的高位生态足迹带，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长江中游的中位生态足迹带，以广西—贵州—青海为代表的低位生态足

迹带（图 1）。2000 年，生态足迹处于高位的地区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到 2005 年，该区域迅速向中部和东北扩大，说明

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生态足迹处于中位的地区在

中西部地区集聚明显，生态足迹处于低位的省份在逐渐减少，生态足迹在 1.0×108ghm2以下的省区数量从 2000年的 25个减少到

2015年的 10个。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2015年生态足迹增长最快的是宁夏（493.5%），而同期宁夏的 GDP增速为 101.68%，

反映出宁夏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够，存在盲目索取、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此期间北京市用

3.49%的生态足迹增量推动了 68.77%的经济增长，这充分说明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显著减少资源消耗。综合其

他省区的实际 GDP增速来看，2000—2015年全国 29个省区的生态足迹增速都显著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速，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

发展存在“资源换增长”的问题。 

3.2生态承载力时空格局演变 

从图 2看出，中国 30个省份的生态承载力呈现整体稳中有升，北部沿边省区（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有较快增长，而京

沪和南部沿海省区（浙江、福建和广东）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首先，2000—2015 年，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福建、陕西和

广东 7个省区的生态承载力有所减少，尤其是前 3个省区降幅分别达到了 27%、24%和 18%，其他 4个省区的降幅在 10%以内。有

23 个省区的生态承载力表现为增长态势，新疆的增幅最大（58%），可能与该地区近些年持续的土地沙漠化治理、人工林种植等

有很大关系。其次，从省区间的差异来看，内蒙古地区生态承载力在研究期内一直是全国最大的且呈增长态势，2015年为 7811.67

万 ghm2，与 2000年相比增幅为 7.3%；黑龙江、四川、云南和河南的生态承载力次之，总量也都超过了 5000万 ghm2。相比之下，

上海市的生态承载力一直是全国最小的，2015年仅为 130.92万 ghm2，是内蒙古的 1.67%，省际生态承载力的悬殊较大。最后，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2015 年的生态承载力为 2908.59 万 ghm
2
，较 2000 年有小幅增长，增幅为 8%，因此，我国整体生态容量

有所增加但省区间呈差异化发展。 

 

图 1中国 30个省区 2000、2005、2010和 2015年的生态足迹(单位:10
8
g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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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年中国 30个省区生态承载力及其增长速度(单位:107ghm2,%) 

3.3生态压力状况分析 

为了更加明确各省区的生态安全状况，本文采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4 年对生态压力的划分标准，即根据生态压力指

数将生态安全评价等级划分为 6 个，依次为非常安全（ETI<0.5）、相对安全（0.5≤ETI<0.8）、相对不安全（0.8≤ETI<1.0）、

十分不安全（1.0≤ETI<1.5）、非常不安全（1.5≤ETI<2.0）和极度不安全（ETI≥2.0）。 

由图 3可知，中国 30个省区生态压力呈现快速增加态势，处于非常安全的省份不断减少，2010年和 2015年仅有青海 1省；

而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的省份在持续增多，从 2000的 10个增加到 2005年的 15个、再到 2010年的 22个，到 2015年全国已经

有 24 个省区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为极度不安全，占比高达 80%。尤其是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

略的实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生态压力指数不断增加，生态超载强度不断加深。如内蒙古、江西、广西的生

态压力指数一直呈增加趋势，在 2010年时分别是 1.81、1.56、1.22，到 2015年已增长到 2.48、2.04、1.70。从生态安全的区

域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省区不仅较早进入不安全状态，且数量明显多于西部和东北地区。 

4 污染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检验 

4.1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污染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需先对污染产业转移量进行测度。首先，以 2006—2015 年的工业三废和工业 SO2

数据为基础，通过测算各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将中国 38个工业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轻度污染产业

和清洁产业四类（清洁产业在此不考虑）。其次，从界定的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中选取 9种代表性产业作为本文的研究对

象，运用偏离份额法对这些产业的转移量进行测度，将各省区各产业工业产值变化量分解为相对净变化量（NRC）、结构转移增

量（STR）和竞争力转移增量（DIF），具体计算见王丽萍等的研究[27]。最后，构建污染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计量模型，分

别将 NRC、STR和 DIF加入检验。由于污染产业转移可能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生态压力状况，因此在模型中加入 GDP和污

染产业转移量的交乘项，同时考虑到其他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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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生态足迹（EF）作为被解释变量；污染产业转移量指标（NRC可以替换为 STR和 DIF，在此不赘述）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环境管制强度（ERI，用地区单位治污成本占全国单位治污成本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区行政区

划下的国土面积（LA）、经济发展（GDP）、常住人口规模（RP);i 代表省份；j 表示污染产业类型（取值为 1、2、3 分别代表重

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a0表示公共截距；bj、ck、dj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k表示控制变量个数；t代表年份；μit为随机扰

动项。样本数据为中国 30 个省区 2000—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除污染产业产值偏离份额外的所有指标

进行取对数处理。 

 

图 3 2000—2015年中国 30个省市生态压力指数 

4.2实证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基于 Stata15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应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

型。 

(1)模型 1～3 是分别加入了 NRC、STR、DIF 的回归结果，由此看出：从产业类型看，重度和中度污染产业的相对净变化量

指标与生态足迹之间正相关，这说明污染产业的转入会增加当地的生态足迹总量。因此，各地应严格控制重度污染产业的转入。

结合模型 2 和 3 来看，如果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污染产业净转移则会导致生态足迹增加，但如果是由于竞争力变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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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转移则有利于降低生态足迹。尽管这一结果不显著，但仍启示我们，各地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

目标，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坚决杜绝通过产业转移转嫁环境污染。相比之下，轻度污染产业由于其环境危害小，结构转移量

和竞争力转移量都有利于减少地区生态资源的消耗，并通过了 5%显著性检验。综合三种产业类型的检验结果得出，污染程度越

重，越会导致地区生态足迹明显增长，清洁产业转入有利于地区生态足迹减少。 

(2)为了进一步分析污染产业转移对生态足迹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模型 1～3 的基础上加入了污染产业转移量与 GDP 的

交乘项，得到模型 4～6。从交乘项的回归结果来看：污染产业的净转移量通过 GDP进而影响生态足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 GDP

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经济发展是各地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从交乘项的系数来看，重度污染

产业的结构转移增量与 GDP 的交乘项系数为正、重度污染产业的竞争力转移增量与 GDP 的交乘项系数为负，即调整产业结构可

以通过增加地区经济总量进而增加生态足迹，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则通过增加地区经济总量而减少生态足迹。这一结果说明，今

后发展应提高产业竞争力，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从而降低生态足迹。综合对比模型 4～6和

模型 1～3，说明污染产业转移与 GDP 之间有强关联关系，污染产业转入会通过地区 GDP 变化影响该地的生态足迹，尤其是承接

大量的重度污染产业会显著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安全状况。为此，有必要将重度污染产业转移和生态足迹结合起来衡量一个地

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对未来污染产业布局提供空间规划。 

4.3污染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在科学评估各省区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I）时，除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EF、EC）、

经济发展（GDP）、常住人口规模（RP）的影响之外，本文还将污染产业转移因素（NRC，污染产业的净转移量）纳入，对各指标

进行综合加权计算。由于各指标单位不一，计算 ESI 前需先将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为预测各地的生态环境变化

趋势以及评估未来各省的污染产业承接潜力，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做法
[28]
，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预测 2035和 2050年各省区

的 ESI指标值。 

从表看出，(1)全国整体的生态可持续性越来越好，集中表现为：全国生态可持续指数平均水平不断提升，ESI平均值从 2015

年 0.266增加至 2035年 0.313，进一步增加至 2050年的 0.350；生态优势领跑的省区，生态可持续指数进一步提升，如全国前

2名的山东和广东省，其 ESI分别从 2015年的 0.571、0.485提升至 2035年的 0.719、0.616，并继续增加至 2050年的 0.834、

0.711，反映出生态优势明显的省区确实能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贯彻落实。(2)

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生态可持续性整体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ESI 排名位居全国倒数 10 名的省区中，中西部地区分别占比 50%、

70%和 80%，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较多的短板和弱项，应及时遏制并尽快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修复生态环境。(3)青海、海南、宁夏的生态可持续性较差，在 2035和 2050年都排在最后三名，未来发展面临的生

态形势严峻。尤其是海南，本身生态可持续性指数就较小，还不断降低，因此，海南省必须提高警惕，提早制定严格的产业转

移方案和生态修复措施，尽快改善生态环境。此外，河南省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下降趋势明显，2015 年为 0.4694，到 2035 年

下降到 0.3079,2050年进一步降为 0.2120，排名从 2015年的第 3名跌到 2050年的第 24名，预示着河南省未来的生态风险会非

常高，因此，河南省必须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切实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防患于未然。 

为引导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从源头上减缓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本文根据 2015、2035、

2050 年生态可持续性指数大小，参考历年的 ESI 平均水平等，按照 ESI≥0.35、0.25≤ESI<0.35、0.10≤ESI<0.25、ESI<0.10

的标准，将中国 30个省区分别划分为重点引入区、优化引入区、限制引入区和禁止引入区四大区域，如图 4。 

(1)重点引入区：从图 4 看出（绿色区域），重点引入区的省区数量呈扩大态势，2015 年主要位于环渤海湾与长三角这一区

间，以及西南地区的四川和南方的广东，随后向东北方向（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和长江经济带中部（湖北和湖南）扩展，

到 2050年时中部地区的山西和华东区的安徽生态可持续指数进一步提升，说明这些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和污染净化能力较强，

生态环境的整体供需关系比较和谐。为了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宏观战略的目标，必要时可以适当引进一些重点产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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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控制引入强度，同时制定严格的产业引进方案和环境管制政策。这类地区生态环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河南的生

态可持续性恶化趋势明显，2015年为重点引入区，2035年就跌为优化引入区，2050年进一步退化为限制引入区；二是上海的生

态状况有较大改善，不仅 ESI得分增长了 70%，而且生态类型从 2015年的优化引入区晋级为 2035 和 2050年的重点引入区，反

映出上海市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喜人成绩。 

(2)优化引入区：此类省区早期主要位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蓝色区域），随着这些省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到 2035 年有 5

个优化区的省区晋升为重点引入区、1 个重点区的省区（河南）退至优化区；到 2050 年时 3 个优化区的省区晋升为重点区、1

个省区（河南）退至限制引入区。2050年全国 30个省区中有 6个省区处于优化区，分布在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和东北，地

域上呈零散分布。整体来看，这些省区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小，为了发展经济，建议在承接污染产业转移的同时必须注重产业

的转型升级，加快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可喜的是，部分省区的生态可持续性得到较大提高，如山西和新疆在 ESI 得分、

全国排名和区域类型等方面都实现了晋级，这反映出这两省区在以能源经济为特色的重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正在走向清

洁生产、绿色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综合重点区和优化区的动态发展反映出，在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

绝大多数省区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地位，从整体性、系统性和长久性的战略高度出发，将生态文

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城乡发展、产业结构、民生工程等有机结合，在全过程、全方位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求，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3)限制引入区：从图 4中看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均有涵盖（黄色区域）。此区域的省区波动明显，既有生态环境改善的省区，

如天津和陕西 2015为限制引入区，2035、2050年均为优化引入区，ESI 指数增长率为 86%、56%；吉林从 2015、2035 年均为限

制引入区，2050年跃升为优化引入区，ESI指数增长率为 46%；同时北京、重庆、甘肃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以及全国排名水平几

乎维持不动，鉴于这类省区的生态环境整体已经比较脆弱，生态可持续性较差，因此，建议这些省区应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主、

强化绿色生产，建立分类引导和产业发展目录，积极采取措施转移污染产业，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要努力建设蓝

天白云、碧水青山的生态面貌。 

 

图 4污染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4)禁止引入区：此类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红色区域），2015 年为宁夏、海南和青海，2035 和 2050 年均为海南和青

海。由于这类区域的生态系统已遭到严重破坏，很难再继续承受污染产业转入的压力，因此，工作重点是加快恢复生态承载能

力，提高生态可持续性，严禁承接污染产业，政府应切实承担起生态环境监管与统筹协调治理的重任，从长远战略出发，统筹

处理好经济发展、民生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采取多种措施处理好产业转型和环境保护的社会层次矛盾。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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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生态足迹理论计算并分析了中国 30 个省份 2000—2015 年的生态环境状况，通过构建计量模型验证了污染产业转

移对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影响，进而根据综合测算的生态可持续性指数，将中国 30个省区划分为四大功能区，为生态环境约束

下我国产业空间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生态供需整体不平衡，省区间生态压力差异化明显，个

别省份生态环境超载严重，环境风险较大。2000—2015 年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基本形成了三大梯度区间，即以山东—河北—江

苏为代表的环渤海湾到长三角的高位足迹带，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长江中游的中位足迹带，以广西—贵州—青海为代表的低

位足迹带。生态承载力除个别省份较大波动外，整体基本稳定，北部沿边省区（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有较快增长，而京沪

和南部沿海省区（浙江、福建和广东）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综合生态环境的供需关系得出，各地的生态压力持续加大，且东中

部的环境压力高于西部省区，更为严重的是，到 2015 年，全国已经有 24 个省区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因此，加强产业布局与

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迫在眉睫。进一步分析显示，污染产业转移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重度污染产业的结构性转

入，会加剧承接地的资源消耗，进而影响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如果能以竞争力提升带来产业净转移量的增加，则不仅有利于

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地区生态足迹总量，进而降低生态环境风险。因此，污染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必须与地区生态环境安

全性相结合，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适度承接产业转入，并将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相结合，而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数量去承接

大量污染产业。 

5.2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建立生态环境可持续评估方案和早期预警机制。处于重点引入区和优化

引入区的省区要未雨绸缪，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对限制引入区和禁止引入区内的省区，如福建、北京、海南等地进行严格监

控，制定生态修复方案，防止生态环境恶化。第二，科学制定污染产业发展方案。污染产业是造成生态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的重

要原因，各地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综合各地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差异化对待。一方面，应完善重点引入

区和优化引入区的产业引进政策、控制引入强度、规范引入秩序，增加限制引入区和禁止引入区用于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

加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另一方面，从清洁生产的发展趋势出发，做好产业布局和承接产业的转型升级，为生态环境改善和

绿色发展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同时把握国家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科学制定“一业一策”“一域一策”，甚至“一域多

策”的污染产业转移方案。第三，加快构建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由于各地生态环境整体评估方法不统一，各地的环境容量和生

态安全情况不明确，企业无法准确剖析各地的生态环境压力状况，这会影响污染产业转移方案的制定。因此，要加快构建环境

信息公开机制，使各地的生态环境数据客观准确、公开透明，为我国污染产业科学合理布局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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